
第一章　　浙江商帮崛起上海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地理条件

至

地理环境对旅外商帮兴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地

理位置的区位优势与交通条件、人口状况，特别是一定区域内

耕地与人口的关系等。

至

从地理区位优势看，明初基本拓定的浙江省域①介于东经

间，北接上海、江苏，南邻福建，西联与北纬

。这些地区除产稻

江西、安徽。浙江的气候具有冬夏季风交替显著、四季分明、热

量资源丰富、雨量充沛、空气湿润等特点，特别有利于需要热量

和水的水稻生长，也适宜于桑、茶、麻、竹、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

植。浙江陆地地形概而论之分为两大类：一是平原区，主要包

括浙西杭嘉湖地区和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以及椒黄、温瑞平

原，这里历史时期就是浙江主要商品粮基地和蚕桑、棉花、茶

叶、烟草、黄麻等重要经济作物区；二是山地丘陵区。浙东除宁

绍地区北部外皆为丘陵山地，浙西天目山、莫干山区各县也多

为山地，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米外，盛产茶叶、棉花、蚕桑、竹目、靛青、烟草、柑橘等经济作

物。浙江东濒辽阔东海，是个海洋“大省”，全省大陆海岸线



。便捷的交

公里，沿海岛屿公里，海岛海岸线 余个。滨海的

自然环境不仅为浙江带来极其丰富的海产渔业资源和盐业资

源，也铸就人们冒险、开拓，生来爱好向外发展的习性。

。海运方面，浙江

就交通条件而言，浙江在前近代时期水陆交通就已十分

便捷。水运方面，钱塘江干流及支流新安江、金华江、浦阳江

水系与浙东（杭甬）运河及曹娥江、奉化江等构成航道网，与以

杭州、湖州、嘉兴为支点的内河湖泊航运网联成一体，构成便

捷的水运体系。杭州为南北水运大动脉大运河南端终点，大

运河不但把浙江与当时南北商路东干线各城镇相连，并与东

西商路中线长江水道相接，在临清与东西商路北线衔接，在北

京又与东西向商路干线最北端边路沟通

，是最重要的海港。“肩挑沪杭，背负太湖”的

海岸线漫长，多良港海湾，又地处南北洋航路中端，海运便利。

前近代时期，虽因海禁关系，海运时盛时衰，但海运商路已十

分发达，宁波、温州、杭州（清乾隆年间因钱塘江改走北大门入

海后丧失海运条件）、乍浦、定海、澉浦等都是主要海运港。明

代时这些港口大多已开辟至南洋各地、日本、朝鲜等海外贸易

航线，清初又开辟北洋航线，并在营口与辽河联运，与东北商

路网衔接。宁波海道辐辏，“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放船长驱，

一举而千里

。陆路交通方面，早在宋元时期浙乍浦也是东南著名海港

大庾岭著名商路

江就已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主要有杭州经嘉兴或湖州，过

平望与苏州及长江商路相连，或在湖州经南京接长江水运；杭

州经建德、衢州，经山西出江西玉山或经江山出仙霞岭接福

建，连赣江 ；杭州经建德、金华、丽水西

南接福建，或再由丽水经温州南接福州；杭州经绍兴、台州接

温州；杭州经绍兴至宁波；宁波经台州至温州、丽水；绍兴至金

华等要道。明清时期，浙江陆路交通更为发达



年 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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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为货物运销和浙江商帮的兴起创造了便利条件。

人口状况、特别是一定区域内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是前近

代浙江商帮兴起的基本原因。为了能较清楚地说明问题，笔

者把清代（至 世纪中叶）浙江人口与耕地关系列成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清顺治十八年（ 年），浙江共有人丁

万亩，每丁拥有耕地万，耕地

计算，则总人口为 亩。乾

亩，如以丁占人口

万，每人有耕地

隆十八年（　 年）人口增至

缓慢增长近 亩。至咸丰元年

万，在近百年时间里人口

倍，每人拥有耕地降至

万，不足百年人口增长

亩

年），浙江人口猛增至

倍，使人均耕地降至 。而据学者研究：按明清时期的

生产力水平，大致每人平均

片战争前后的浙江显然远没达到这一水平。需要指出的是，

上列人口统计是据清代官署所载资料，由于缺乏科学的统计

设备与统计制度，加上人口的自然和人为变动，民间人户的故

意归并，地方豪绅的荫庇，官员的舞弊隐漏等，实际户口数肯

定要大于在册户口数，则浙江实际人口密度更高，人均耕地还

要少，可见人地矛盾是十分突出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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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嘉兴府高达每平方公里

州都超过

以上还只是从全省范围来考察人均人地关系，事实上浙

江各地又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地区这一矛盾还要尖锐得多。

比如嘉庆二十五年（ ，浙江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人，绍兴、宁波、杭

人，湖州也达 人 。而其中宁、绍、湖诸府总

体上以山地居多，这样人地矛盾更为突出，粮食远不能自给，

宁波就有“七县熟，一席粥”之称。

人口增长造成人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矛盾日益突出，迫使

许多浙江人不得不离开世辈居住的乡土，外出经商谋生。我

们从各种方志、碑刻等资料中可以发现大量这类记载。如“宁

波之为郡，背山面海，地狭人稠，往往外出贸易，兼营航海之

利。风帆浪舶，北之辽沈，南迄闽广，中人长江，而以上海为集

市居货之地”。

营生，商旅遍天下”。

外，多出而营十一之利”。

是童而习业，壮而远游”。

稠，远服贾者，居三之一。每岁樯帆所元，络绎不绝”

。宁波府奉化县因“右山左

人因“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

驰骛奔走，竞习为商，商日益众

；该府定海县也是“其土海，土狭民稠，［民］日以开辟为事

。

地则沿海平壤类多斥卤，腹镜境处丛山中又硗瘠少水，俱不适

种植，以故禾稼所出岁不足以自赡”，乡民多迫于生计而流往

外埠经商

二、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商人和商帮兴起的物质基础。浙江的

宁波因“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

“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

绍兴“素称泽国，多谋食于他邦，由

“金华号小邹鲁，处浙东偏，地瘠人

。衢州



。嘉兴府属 县，以“石门、桐

多个县

商品经济素称发达，前近代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封建

社会的鼎盛，这主要表现在农业中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的扩

大、水产品及城乡手工业商品化的提高。

浙江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但直至元代，各地普遍仍以

粮食作物为农业主要经营方式。前近代时期，这种传统经营

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日广，并形成诸多

专业性种植区域。

。

杭嘉湖地区是全国最重要的蚕桑区，其中又以湖州最盛，

嘉兴、杭州依次之。湖州在明中叶已遍地树桑，“尺寸之堤，必

树以桑；环渚之隙，必课以蔬。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

清代更是“比户养蚕”，“舍南舍北皆栽桑，千株万株绕屋旁”，

甚至低洼之地也“填土种桑

。杭州

县也都植桑，“沿山之田，民多种桑”及“桑麻遍野”的记

乡育蚕最多，次则海盐，又次嘉兴、秀水、嘉善、平湖

府属

。总之，清代“杭、嘉、湖三府属地方，⋯⋯，民载就是其写照

。全省“蚕桑之利甲于天

。

间多以养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

下 ”

入明以后，浙江棉花种植渐广，主要集中于宁绍平原。由

于清乾隆后钱塘江改走北大门入海，南岸沙地不断向北扩展，

棉花种植随之迅速发展，并在清中晚期达于全盛。此外，嘉兴

府海盐、平湖，温州府永嘉等县植棉也较广。棉花的商品化程

度也很高。《余姚县志》卷六“物产”说，“姚邑北乡沿海百四十

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

岁以百计，邑民资以生者十之七八”，从而在沿海形成安昌、曹

娥、三江等以棉花交易为主的集镇。

已有 府

茶叶是商品化最高的经济作物之一，浙江在唐代产茶区

余县，明清时植茶更趋于鼎盛，全省



业成为不少县民生之源，如于潜县民“仰食于茶者十之七” 。

余县，并产生二三十种全国名茶。种制茶中种植茶叶的达

。

所产茶叶除在省内外销售外，还大量出口，“绍兴茶输到美利

坚，宁波茶输到日本”

平水珠茶在 。

，当然这种分工并不是绝对的，如绍兴

世纪初就风靡伦敦市场

。

麻的种植也很广，浙北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是相对集

中的地区，所以文献记载往往“桑麻”并提，如前述湖州“桑麻

万顷”，杭州“桑麻遍野”即是。其他如温州、衢州等都有种植，

如衢州府常山县康熙中叶“开山种麻，不数年，几遍四境”

；宁波“甘蔗所在皆植”

此外柑橘、烟草、甘蔗、颜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

如“衢州橘林，傍河十数里不绝”

前近代时期，浙江商品性手工业高度发达，城乡手工业商

品化生产和商品流通扩大，形成不少产品行销全国各地的著

名的手工业集中生产区域。如“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

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

得名”。

。杭州绸缎“织纤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

缫丝、丝织是当时最主要的手工业，杭嘉湖地区不但是浙

江也是全国丝业生产和交换中心。杭州不但官营丝织业发

达，年产上等绸缎居江南三织造局之首，而且民间丝织业极

盛。清初杭州东城一带，“数万千家之男女”操丝织业，“机杼

之声，比户相闻”

。湖州则是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

。

丝业生产和交换更集中的地区。我们在明清史籍中经常可以

看到“（胡丝）合郡俱有，而独盛于归安，湖丝遍天下”、湖州“丝

绵之多之精甲天下”、“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这样的记载

县也都兴蚕丝之

，而且颇为发达。如濮院镇，明中叶时“委巷之中，接屋连

嘉兴虽然“蚕丝之利亚于湖州”，但所领

利



，清康熙间仍是“万家烟火，民多织作绸绢为檐，机声盈耳

。生”

。平 湖

棉纺业主要集中在浙西杭嘉湖和浙东宁绍台地区，无论

乡村、城镇，几乎是家家户户习为恒业。如嘉善“地产木棉花

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

中也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

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

以易。⋯⋯男妇或通宵不寐，⋯⋯其衣食全赖于此

。就是手工缫丝中心南浔，也是“摧车县也是“比户勤纺织”

”。村民纺织已纳入商品流通。

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

此，且篝灯相从夜作，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

棉，⋯⋯棉与布交易而退

酿造业也甚发达，酿酒中心绍兴的酿造作业已开始向大

工场发展，出现一些著名的大酿坊，如创设于明代的孝贞、叶

万源、田德润等酒坊，创设于清代的王宝和、沈永和、章东明、

越明、善元泰、茅万茂、蔡忠义等酒坊。这些酿坊资金和技术

较为雄厚，作场广阔，并有专门的推销员。绍酒的专业化、商

品化程度很高，其酿造原料糯米绍兴本地所产远不足供应，多

仰赖江苏无锡、松江等地；其产品早在清初就行销全国各地，

有“越酒行天下”

。

之说。清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也说，

“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至酒之通行，则实无

他酒足以抗衡

种。衢州是浙江竹纸主要产地，该府的常山、江山、

浙江也是前近代全国纸张重要产地。嘉靖时，浙江的贡

纸就有

。
开化、龙游等县多经营纸业，“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

。当然产纸区域远不限于衢

杭州造纸也很普遍，杭之富阳是有名的草纸产地，“邑人率造

纸为业，老小勤作，昼夜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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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城镇，这样的工商者占人口的

以石门镇为中心，镇上作坊与工场达

。。竹乡安吉，农家副业生产“竹器十居八九”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把广大的小生产者纳入市场网络

中，而且为商人的贸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商品生产和

商品流通的扩大，大批乡农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工商业，何

良俊《四友斋丛说》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

工商者三倍于前矣

半数以上。如南浔，“镇上大半衣食于此（经营生丝买卖）”，其

。手工榨油业

府的浙江产纸区包括

。清代虽有裁并，尚

州、杭州，据成书于

个县，纸产品达 。

年的《浙江之纸业》调查统计，历史上

余种

处，

浙江还是全国著名产盐区。盐区范围以余姚岱山一带为

中心，北起浙西平湖白沙湾，循沿海各县滨海地直至浙南平阳

熬江口，绵延千余里，其间盐场林立，明代浙江有盐场

规定年产额 斤）余引（每引

有

。

场。清代直至民初，规定浙盐的行销区域除浙江全省

外，还包括江苏长江以南的苏、松、太、常、镇五府及安徽徽州、

广德和江西广信一带。当时最主要的盐场浙东盐场所产的

盐，除招商运销浙江各府外，或通过海运运至上海，再由上海

转运江苏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各地；或海运渡杭州湾

至盐官，转运嘉兴、湖州及安徽徽州、广德等地；或通过陆路、

内河河运，至安徽徽州、广德及江西广信等州县

冶炼、织席、榨油、竹编、草编等商品性手工业在前近代时

也发展起来。嘉兴府炉头镇是浙江最大的专业化冶铁基地，

其“居民以冶铸为业，炉火不绝，镇由是名”，所产釜钟鼎鼐等

产品行销大江南北 ，是江南铁制品制造和销售中心。鄞县

“多种席草，民以织席为业，计所赢优于农产”

余家，以生产城乡居

民食用油、照明油为主，产品有豆油、麻油、柏油等，大量销往

外地



；双林镇四周乡村也是“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

；塘栖镇“庐肆鳞集，多世族商“衣食”于贸易者，“十居五焉

民” 。去农经商者中许多又脱籍贸迁于外，不但省内跨地区

。

经商，跨省经商也已十分普遍。清嘉靖年间，人称浙江宁、绍、

金、衢诸郡之民，半游食于四方

。绍兴钱商也于康熙五十一年（

这些跨地区经营的浙商，开始在客居地设立以地缘为中

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公所，结帮经商，浙江商帮开始

兴起。如在北京，宁波府药材商在明末就集资建造了鄞县会

馆；清初宁波慈溪成衣行商人又在商业繁盛的前门外创设成

衣行会馆 年）在京创办

。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宁波商“正乙祠”即银号会馆

年）建立了

。在东南商业中心苏州，杭州杭线业商人在乾隆

人为联络同乡、维持商业，于乾隆四十五年（

浙宁公所

；乾隆三十七年（

初年创立“规模宏大”的武林杭线会馆，杭州绸商、锡箔商也附

于内 年）杭州绸商另立钱江会馆，“凡

；乾隆十七年（

为楹者计一百三十有奇，垣墉高而瓴甓坚，堂构焕而栋宇壮。”

是苏州最具规模的同业兼同乡会馆 年）

馆 年）创建吴兴

金华府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贸迁于苏者创建金华会

；湖州绉、绸两业商人于乾隆五十四年（

；绍兴蜡烛商也于道光二年（

；浙南温州府各县纸商则在城南建有

会馆，作为两业集议之所

年）捐资共建东越会馆

。在常熟，宁绍商人于乾隆三十年（浙南公所 年）集资

年）又捐资兴建宁绍会

。在长江上游重镇重庆，主要从事磁货和其他杂货业的

置地设立了义冢所，嘉靖初年（

馆

年）集资设立了浙江会馆浙江商人于嘉庆六年（ 。甚至

在偏僻的甘肃兰州府皋兰县，浙江商人也于道光中叶设立了

浙江会馆 。



，这是上海设立最早的同乡组织

年左右），浙绍炭业、钱业和豆业

世纪初，绍兴帮已成为上海最具

与此同时，浙江商人开始在上海兴起。上海居长江三角

洲东端，处中国海岸线中点，扼万里长江出海口，有广阔富饶

的长江流域为经济腹地，具有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条件。所

以自南宋末上海建镇后，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明中叶时，因松

江地区棉纺织业的高度发展，上海已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吞

吐港。至嘉庆年间，上海已是“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

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之地

了 。道光初漕粮开始海运后，黄浦江上漕船“各郡并集，自

南及北五六里密泊无隙”，上海又成了江南漕粮转运中心，在

东南沿海城镇格局中地位日显重要。浙江毗邻上海，与上海

交通便捷，浙东宁绍地区与上海仅一苇之航，浙西杭、嘉、湖地

区也有密集的水道与之相通。所以在前近代，上海已是浙商

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其中又以宁绍商人为主。

。清乾隆初年（约

绍兴商人在上海主要从事锡箔业、绍酒业、柴炭业、钱庄

业、豆业、染坊等业。明代绍兴已成为锡箔主要产区，其产品

箔块等主要销于上海、杭州等地箔庄，绍兴锡箔商随之活跃上

海。绍兴商人在上海经营柴炭业至少在清雍正之前，雍正、乾

隆年间，绍兴柴炭店开始兼营货币存放业务，是为上海钱庄之

嚆矢

绅商在上海创建浙绍公所

。以后绍商在之一，它的设立标志着旅沪绍兴商帮的形成

。至

上海经营的行业有所扩展，队伍也不断壮大。乾隆年间，绍兴

各大酒坊开始在上海开设行号，首开其端的是著名酒坊王宝

和（设于乾隆九年）

。成碑于道光

势力的帮口之一，他们基本上掌握了百业枢纽的钱庄业，以至

钱业公所邑庙成了浙绍各业遇事公议的场所

十一年（ 年）的《浙绍公所捐置义地姓氏碑》，为我们提供



。嘉道年间，更有大批宁波商人到上

。余家

了当时旅沪绍兴商帮势力的想象空间，该碑登录的绍商捐资

行业有浙绍豆业、浙绍钱业、浙绍炭业等，绍商个人或堂号捐

资的多达

。甬商在上海

宁波商人至少在明代就旅沪经商，《上海四明公所缘起》

说，“盖甬人之旅沪，自明至清数百年于兹矣”

园、钱庄及营造等业。清嘉庆三年（

主要经营航运（沙船）、南北货、杂粮、民信业、海货、银楼、酱

年），宁波旅沪商人

余亩建成

年）又扩建正

便在上海北门外（今人民路大境中学附近）购地

寄柩殡舍，而以余地为义冢。嘉庆八年（

，这可以看作是旅沪宁波商帮形成的

。不久在关外、山东等地贸易之宁波号商、船主又集资

殿，正式建立四明公所

标志

在上海创建浙宁会馆

海经商创业，后成为著名商业世家的方氏、李氏、董氏等家族，

此间都纷纷到上海谋发展。镇海方家的开创者方建康（

世纪末“孑身至申江，典衣被为资肆市廛，⋯⋯，在

，开设方泰和糖行，兼营南北货，不久又积数年始营立贾店”

约在召同祖以下昆季赴沪。其弟方介堂（ 世

，稍有积蓄后纪初开始经商，先在镇海开设粮食行及杂货店

。

从兄转上海，开设方义和糖行，经营食糖买卖，兼营粮食、南北

货，因经营繁忙，就召族内子侄方润斋、方性斋等多人至沪协

助经营。他的二弟方简裁也“弃儒服贾申江，业日以起

年，李家开创者李也亭到上海

年前后，简裁之子润斋和性斋在上海设立南履和钱庄，

开始向钱业拓展，润斋又和其弟梦香设立振裕丝号。镇海李

家经商上海稍晚于方家，

世纪初，慈溪董家创业者董棣林也

南市码头曹德大漕坊当学徒，四五年后转业到沙船任职，不久

就开设久大沙船号。约

开始从贾沪上，他往来东北、上海从事参药业，积累了一些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历史契机

财，为董家在上海商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已出现以宁绍商人为主的同业组织，如道光三年（

。道光前期，上海

年），

宁绍地区的水木作业匠在上海创设同业组织水木业公所（鲁

班殿）；浙江旅沪粮商也在道光年间成立米麦杂粮业公所（仁

谷堂） ，说明这些行业都已颇具规模。

总之，随着前近代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上海在东南沿

海城镇格局中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宁绍帮为主的浙江商人开

始在上海兴起，这为近代浙江商帮在上海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随着前近代时期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商

帮已开始在上海兴起，但浙江商帮大规模崛起上海，并在上海

近代经济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则如同上海本身的崛

起一样，是以上海开埠为契机的。

；江西、福建甚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口；鸦片战争

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为通商口岸。

由于上海具有前述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开埠后，中国内

地尤其是长江流域和沿海邻近地区的出口商品不再南下广州

出口，而是通过水路如“百川归流”纳于上海。如湖州的丝绸

在公行制度时期多由闽粤及湖州本地商人运至广州经公行售

于洋商，上海开埠后“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

，上海开埠后，这些地区出口茶叶开始分流，有

至浙江的茶叶在上海开埠前都西入鄱阳湖经赣江越大庾岭南

下广州出口

的改为东向经钱塘江水系经杭州或宁波运往上海。通常是今

上饶地区及武夷山南麓所产茶叶在信江边河口镇集散，经河

口一玉山一常山一杭州至上海；皖南茶区的茶叶在屯溪集散，



年上海的英国粗哔叽进口。进口方面，

茶在内的全部出口，上海一口就达 多万海关两，差不多

倍是广州的

只是广州的 年上海已是广州的一倍多，至 年

州的

的

则几乎全部集中上海 年上海的全部进口货值已是广。

倍 年说的：“五口通商和占领。情况确如马克思

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移到上海。”

。但五口通商后上海的崛起，使宁波、乍浦对外贸易急

上海开埠也削弱了宁波、乍浦的外贸地位。宁波、乍浦在

鸦片战争前曾是盛于上海的东方大港。如宁波，西方人描绘

过她的繁荣：“其房屋建筑得整齐华丽，以及商业名声的无与

伦比，在中国可称首屈一指”；称她为“令人神往的获利源

泉

年，宁波外贸额由剧下降。如开埠后头 万元下降到此数

弱 。确实，“上海把一切东西都吸引它那儿去了，把

左右。 年，包括丝代初，上海已占全国生丝出口的

年世纪 年代末出口， 年广州略大于上海，但到

；生丝年增至年就增长到出口数的

年从上海输出的仅占全国出口方面看：出口大宗茶叶，

至 年代，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从表

包 。（ 见包升至万磅，生丝由万磅上升至

包，而同期上海茶叶输出由磅，生丝由 包下降到

万万磅下降到年，广州输出的茶叶由

贸易中心，但它的贸易绝对值在下降，而上海却在上升。从

世纪年上海开埠到自 年代末，虽然广州仍是对外

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中国外贸中心逐渐由广州移向上海。

宁波转海路运上海 。进口商品也多以上海为集散地，使上

税，将茶叶运抵杭州城外义桥后不入运河抵上海，而是东向经

经新安江“运至杭州转往上海 ，不少茶商为了躲避苛捐杂



过多的进口货涌运到这里，同时还把原来准备到宁波的茶商

吸引到它那儿去了” 年代以后，“宁波的贸易几世纪。

乎全部转移到上海，它本身的对外贸易额，在所有驻有领事的

。

和表 改制。

口岸中，是最少的一个”

表 上海开埠初十年上海输出丝茶数及其在全国的比重

单位：丝，包；茶，磅

资料来源：据丁日初等《上海近代经济史》第 卷表

商路的变化和外贸重心的转移，为浙江商帮崛起上海提

供了历史机遇。大批浙商利用毗邻上海、与上海水陆交通便

捷等有利条件，转移至沪经商创业，其中尤以宁、绍、杭、嘉、湖

府为主。碑刻资料记载，上海开埠后，宁波人“挈子携妻游

。方志资料也有“海通以来，挟土货与外人申者更难悉数”

；《四明公所交易，或居间逐什一利，以宁波人居多”的记载

大事记》说：“沪上自各国通商以来，万商辐辏，⋯⋯吾乡之客



。上海开埠后，绍兴商人也竞相奔走经商万人

年代初，在上海的宁波世纪

，从中也可见当

月太平军主力李秀

。据人研究，至沪者日盛

商人已达

上海小刀会起义前，浙绍公所曾在旅沪绍商中“设

于此。《浙绍永锡堂征信录》说：上海开埠后“巨舰星驰，众商

云集，实都会之胜，而财利之薮，郡之人竞奔走焉”。又说“沪

地自辟洋场，实为利薮，番舶商轮，星驰云集，而吾绍之人，于

斯为盛”。

，以助公所经费之不足法劝立‘万名捐会

。

时旅沪绍兴商人之盛。上海开埠后，湖州人到上海经商的大

为增加。民国《南浔志》这样写道：“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

运至广州，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

产既富，经商上海者日众”

如果说上海开埠是浙江商帮崛起上海的契机，那么，太平

天国起义对浙江商帮崛起上海客观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这种“催化”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外贸渠道，

为浙江商帮崛起上海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太平天国起义

打断了闽浙赣地区茶叶经广州外销的传统商路，使这项当时

最主要的出门商品大部分改由经杭州或宁波至上海出口。

年广州出口茶叶

海只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

万磅，上海

（见表升至

。

入、扩大茶叶贸易创造了机遇。事实上，当时茶叶经山区运到

宁波后，多掌握在宁波商人之手，外商只能待它运到上海，并

经行帮准许才能得到

年

二是太平天国起义促使大批浙江富户商贾移居上海，使

旅沪浙江商帮力量大为增强。

年转为广州

万磅，上万磅，上海出口

；但

年又万磅，上海占全国出口量的

这种变化为商计敏锐的浙江商人切



。事实确是如此，太平军占

月南浔被太平军占

成等部大举入浙后，浙省最富庶的杭、嘉、湖、宁、绍等地区相

继被太平军占领，人们四处避难，其中许多避居上海租界。如

接”

太平军进军和占领绍兴期间，绍兴府“避兵来沪者，踵相

。被称为上虞“冠族”的田氏家族诸家，在同治初年太平

。至于宁波，在太平军进

军进军绍兴期间，为衣食计纷纷“弃读就贾”，其中多就贾沪

上，如田芃卿就“避地贸迁于上海”

军杭州途中，外国报纸就预言：“倘若杭州真为叛军所攻占，那

将有大批的人从宁波涌向上海”

。太平军进军浙西

领宁波时，外国报纸又报道说，这里的“钱庄与商人都已离开

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乡下

年

地区时，当地殷实之家也纷纷避难上海租界。如后来被称为

南浔“四象”之首的巨富刘镛，在

年在上海恒源里购地

。“四象”之一的庞家也是如此。庞芸皋于太平军

领前已携家并“尽运资装于上海”

建屋定居

。进攻湖州时与其父“避之上海”，并因此在上海经营丝业

。太平天国起义也迫使原

后被称为南浔“八牛”之一的周家，也于太平军进击南浔时转

辗上海，赁住旧教场瞿姓“止园

）前，“经营杭绸者多云集在苏州”，并设有

贸迁苏州等长江下游地区的浙商向上海转移。据档案资料

载，咸丰十年（

家，但同治初元上

海已有 。可能，苏州的杭绸商

钱江会馆，在上海的只有唐仁丰、夏顺昌

余家，“而水客更多麇集

。其实，“逃难未回”是因为就此定居沪

在咸同年间因太平军进占苏锡常地区转移到了上海。当时避

居上海租界的主要是地主官僚、绅士富商，也有一般贫民，许

多人因此定居沪上。另有史料说，直到同治年间，“宁波殷户，

皆在上海逃难未回”

上。“逃难”沪上的浙江富户商贾，大多重操旧业，经营商业和

钱庄等旧式金融业，并因此得以与外商接触，学习西方语言和



，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沪上

经营管理方法，为在上海创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刘大钧

在《吴兴农村经济调查》中说，太平军进军湖州时，“出产辑里

触，渐通其语言，⋯⋯肇日后贩丝致富之基

丝之湖州人士，稍有资产者相率避居上海，因此得以与外人接

。有的官宦地

主汇入上海后，受了西方文化和上海商业氛围的影响，也加入

了经商行列。避难上海的贫民，很多成为杂役、学徒、船员、店

员、洗衣工、水木作业者和水手等

著名商人。

注 释 ：

①今浙江省区范围和省内行政格局基本上是明初确定的。元代在杭州设江浙

行中书省（简称江浙省），“两浙始以称省”。不过元代江浙省包括今江苏、浙

江、福建及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明初置浙江承宣布布政司，习惯上称浙

嘉兴、湖州从京师划入浙江，浙江省辖江省。洪武十四年（ 府 县，

年间基本没有变化。其省境及府（后称市）县数量、辖区在此后

年版，第

②关于前近代时期的主要商路参考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

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页 。

年始刊），上海古籍出版社③《浙江通志》 年影印本，第 页。

浙江乍浦港》，《清史研究》 年第④徐明德：《论清代中国的东方明珠

期 。

大庾岭商路开辟于秦汉时期，为连接江南、华南孔道，它由广州北⑤ 赣 江

《广东船图说》。

出庾岭，入赣江过鄱阳湖接长江商路，或东经河口入钱塘江水运，接运河商

路，是前近代最重要、最繁忙的商路。明人有“一逾梅岭，即浮长江，四通八

达”之说。见胡宗宪：《筹海图编》卷

页，第 页，江西教育

出版社 月版。

参阅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第

年

闽浙台地区（ 第 页，台湾

永裕印刷厂 月版。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年

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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